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趋向
−以高频被引文献中的“睡美人”“昙花一现”现象为例

张亚光，毕    悦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文章以 1978−2017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 400 篇高频被引文献为样本，重点挖掘

其中的“睡美人”“昙花一现”两类特殊的引文现象，以此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

演进历程与未来趋向。结果表明：（1）国内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多层化结构，“睡美人”和“昙花一

现”两者分别对应着多层化结构中的边缘和主流研究，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经济学主流

研究范式深刻而迅速的转型。（2）从转型特征来看，国内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与现实经济改革的焦点

始终高度契合，但对时空跨度选取趋于明晰化，研究方法趋于定量化和数学化。上述新特征均在“睡

美人”文献中率先出现，表明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历程不是对国际学界的盲目照搬和追随，

而是具有显著的自觉性与连续性。（3）从转型动因来看，由研究主体和阵地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这

一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研究主体方面，高频被引文献的作者趋向于年轻化、规模化和

背景交叉化；在研究阵地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极化现象均有所减弱。上述趋向显著推

动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新旧更迭，为原创性理论和成果的出现铺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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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范式的形成、革新与转换构成了各种科学发展历程的主线，经济学也

不外如是。库恩将范式定义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

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①范式的更迭往往意味着科学研究的根本转型甚至革命。拉卡托

斯借助“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进一步细化了范式的层次结构，将其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部分，

从而兼顾了科学演进的革命性与稳定性特征。②基于范式转变理论来刻画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

程与流派更迭已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与认可（布劳格，2000；博兰，2000；杨建飞，2004）。

从范式演进与趋向的角度勾勒中国经济学学术史的基本脉络，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价值。从理论层面看，范式的成熟意味着核心概念、观点与方法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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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研究不仅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也注重对国际前沿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和创

造性转化，但在凝练经济学原创概念和方法、形成范式内核方面还有较大的突破空间，而这正是

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从现实层面看，范式的确立实质上规定了学界

公认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及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路径，明确了学术共同体研究力量的配置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从侧面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时代诉求，催生了一系列

紧扣时代脉搏的思想成果；但是，国内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就与改革实践的成就仍是极不相称

的（洪永淼，2019）。原因之一在于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沿袭和本土化范式的缺位，限制了原创性

议题与方法的提出，也显著削弱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与前瞻性预测能力。在

新时代背景下，国内经济学研究已具备了创立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引领新范式的基础和条件。

范式的更迭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无疑加快了范式转型的进

程，许多学者已就经济学范式的时空属性进行了讨论（朱富强，2015；林毅夫，2017；邱海平，2018；

金碚，2020）。近年来，学界还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从以下两方面探

讨了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一是研究内容和理论的重心转移。已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

某些分支领域的范式变革进行了提炼，如黄凯南（2009）、洪银兴（2016）、孙圣民（2016）、周业安

（2019）、和军和谢思（2019）分别就演化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实验经济学、规制经济学

等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或代表性成果予以梳理阐释。二是研究方法的演替革新。国内经

济学研究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两种典型范式的影响，因而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

逻辑与历史分析方法（刘国光，2005；逄锦聚，2012），也仿效西方经济学的数理推导和计量检验方

法（成九雁和秦建华，2005；王庆芳和杜德瑞，2015）。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

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路径更是突破了既定模型和结构化数据的局限，为发掘经济规律提供了更大

便利和自由空间（俞立平，2013；洪永淼和汪寿阳，2021；刘宽斌和张涛，2022）。然而，目前少有研

究从学科总体视角考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历程，更缺少对其内在动因的深入探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从四十余年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中挑选出最能代表经济学总体研

究范式的部分？现有研究主要采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 SSCI、“中国知网”（CNKI）等国内外

通行期刊索引数据库进行筛选（魏众和蒋颖，2018；王树森和李钢，2019），二是根据特定领域内公

认的核心期刊进行筛选（孙圣民，2016）。参照已有研究，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从中选取

1978−2017 年间每年被引量排名前 10 位的文献，构成 400 篇高频被引文献样本库。①被引频次虽

然只是测度文献价值的指标之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学科内的影

响力，浓缩了该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特征和变化轨迹。在全部的高频被引文献中，本文借

用文献计量学中的定义，重点发掘其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和“昙花一现”（Flash in the
Pan）两种独特的引用现象，进而阐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历程。

本文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国内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

转型，且在“睡美人”文献中率先发生。在此历程中，由研究主体和阵地两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生动展现出国内经济学人在范式革新中的自觉与自立。相比已有研究，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研究对象上，将范围从经济学的某一分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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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提到的 400 篇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来自“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中“经济与管理科学”分类下的 17 个经济类子专辑，包括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统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运输经济、企业经济、文化经济、

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服务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与税收、金融、证券、保险、投资；论文形式涵盖了各类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虽然该数据库已经收录了 2018−2021 年的文献，但根据 Seglen（1997）的建议，3 年以下的印证时间窗口过短，缺乏统计学上的合理性，故舍弃

这一时段的文献。全文数据统计结果截至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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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体，系统展现了学科的范式转变全貌；（2）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和经济思想史

的方法，多视角探寻经济学学术史的多层化结构；（3）在研究结论上，揭示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历

史性和共存性，为经济学范式演进的未来趋向提供学术史镜鉴。

二、“睡美人”和“昙花一现”现象的研究价值

（一）文献计量学的视角

科学史研究表明，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在诞生之初往往无人问津，反而在其问世多年之后

才重新获得关注和热议。这种现象最初被笼统地描述为学术价值的“阻滞发现”或“延迟承认”

（Garfield，1980），后被形象地比喻为“睡美人”（Van Raan，2004）。如图 1 所示，与一般文献相比，

“睡美人”文献的引用曲线呈现出显著的右偏−在发表当年及其后数年，被引量始终维持在

低位甚至是零引用；随后被某一契机“唤醒”，被引量激增，进而在总体上能够跻身高频被引文献

行列。这类文献不仅描述了一种特殊的引用规律，更意味着某些优质产出在学术市场上的滞销

和价值低估。研究表明，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得主约有 10% 的文献从未获得引用（Egghe 等，2011）；

而即使是其赖以获奖的重要文章，也有不少在完成之初遭到拒稿或抵制（Campanario，2009）。这

种现象反映出学术市场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和失灵，因而也一直受到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高度关注。

当前学界对“睡美人”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识别标准和产生机制两个方面。在识别标准

上，已有研究使用较多的是 Van Raan（2004）提出的三个指标，即沉睡深度（沉睡期间的最高被引

量）、沉睡时长、唤醒强度（唤醒后的最低被引量）。在产生机制上，总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睡美人”文献的研究话题与学科总体趋势发生了一定错位（Van Dalen 和 Henkens，2005；梁立明

等，2009），或是提出了超前的理念或研究方法，需要较长的接受和认可时间，因而也被称为“早熟

的科学发现”（李品保和王幼军，2020）。第二，“睡美人”文献的作者可能在发表时年龄较小，而

在文章质量相当的前提下，文章的传播速度受到作者以往学术声誉的显著影响（Cole，1970；梁立

明等，2009）。第三，学术共同体的扩张和极化也可能释放负外部性，抵制其他的研究范式及由此

产生的学术成果，造成“睡美人”文献在初期的沉睡（Barber，1961；Campanario，2009）。

另一种独特的引文现象“昙花一现”也被称为“流星”（Shooting Stars）、“流行作品”（Hits）等

（Lange，2005）。如图 1 所示，与“睡美人”文献相反，“昙花一现”文献的引用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左

偏，即在发表之初就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讨论，被引量迅速上升，但随后很快归于沉寂。部分

学者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更接近于发表时该学科的关注焦点（Lange，

2005）；同时，这类现象更可能发生在一流期刊中（Van Dalen 和 Henkens，2005）。但对“昙花一现”

文献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一般将其作为“睡美人”文献的对应物加以讨论。

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最早出现于文献计量学中，后被推广至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学

术史研究，但对经济学领域中可能存在的“睡美人”和“昙花一现”文献的研究并不多见。一种可

能的解释是，经济学是普遍认知中的显学，其优质学术成果一经发表，更易产生广泛的学术关注

乃至社会影响。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经济学研究队伍和产出规模巨大，与实践发展的关联

性极为密切，研究内容和方法更易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的迅速变

迁，更使得作为晚近舶来品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处于持续变动和革新之中。因此有必要对经济

学中独特的引文现象予以挖掘，以此对比不同学科在范式演进中的特殊性。

严格地说，“睡美人”是科学史研究中一类相当罕见的现象。根据 Glänzel 等（2003）对 SCI 数

据库的研究，每 1 万篇文献中大约只有 1.3 篇满足作者提出的“睡美人”文献识别标准。但考虑

到本文无意着重讨论识别标准的合理性，同时出于例证丰富性的需要，本文将“睡美人”文献的

张亚光、毕    悦：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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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放宽如下：文献的第一个被引高峰与被引最高峰之间相差 10 年及以上，且两者的被引量之

比不低于 3。①其中前者刻画迟滞承认特征，后者证明该文献确实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同时，将

“昙花一现”文献的标准确定为：文献的第一个被引高峰即最高峰，且出现在发表年份后的 10 年

内。根据上述标准，在前文所述的 400 篇高频被引文献中共筛选出“睡美人”文献 39 篇，“昙花一

现”文献 143 篇。②

 

0

50

100

150

0 5 10 15 20 25 30

被
引
频
次

发表后第n年 发表后第n年

0

50

100

150

2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被
引
频
次

 
图 1    “睡美人”“昙花一现”文献的被引曲线举例

 

（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经济学学术史乃至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思路是，按照经济学理论的时间演进线索，总结概括

不同历史时期在研究主题和内容上的突出特征（张卓元，2009；任保平，2019；顾海良，2019）。但此

类研究存在一个重要的先验预设，即学术史的发展应该是单向的、连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仍然是一种被筛选或束缚过的学术史。③研究者所秉持的筛选视角，要么来自当前学术成果的评

价标准，这实际上是拿今天的“外衣”披在历史身上，并以是否合身为评判标准；要么来自当时学

术成果所获得的关注度，例如以学术亲历者的视角总结不同时期的典型记忆，然而“旧派人未必

就比较了解历史的‘正形’”。④

研究标准选取的困难性，根本上来自于思想史自身的复杂性。经济思想的脉络不仅在纵向

上具有更迭性，且在横向上具有“多层性”。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最早提出了思想史的“古层论”，

在他看来，思想史是多层化的结构，居于底层的思想就如同地质学中埋在最下面的古层一样，然

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却可能成为改变主旋律的契机。⑤此观点引起了许多思想史学者的高度关

注。王汎森提出，应该“重访”（revisit）那些被忽略但仍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明确主流与边缘之

间的分岔点，以及边缘何以上升为主流。⑥葛兆光也认为，过去的学术史叙述构造了一种为人所

熟知的思想脉络，但“经典本来不是经典，而是一个被逐渐经典化的东西”，⑦思想史学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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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没有采取已有研究的被引绝对量的衡量方法，是因为本文所选样本的时间跨度较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学文献被引量

普遍较低；随着学科发展和相关数据库建立，文献被引量迅速上升（王树森和李钢，2019）。从被引曲线的基本形状确定识别标准，一定程度上

弥合了不同时期文献被引规律的差异性。

② 本文筛选出的“睡美人”文献比例相对较高，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识别标准的放宽；二是没有包括这一时期的全部经济学文献，而是限

定在高频被引文献之内。

③ 福柯认为，历史学家常常关注连续性、过程、提前、预先的设计，而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原貌却是不连续、不完整的。参见福柯：《知识考

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89 页。

④ 傅斯年在《赤符论》未刊稿中提出“正形”一词，意指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原貌；王汎森在此化用了该表述，提出“愈接近历史上某一个时

代的记录，未必就比后代史家更能展现当时的历史情状”，意在说明寻找“正形”的困难性。参见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6 页。

⑤ 引自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 10 卷），日本岩波书店 1996 年版，第 45 页。

⑥ 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8−10 页。

⑦ 引自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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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使后人尽可能了解思想的发展全貌。

“睡美人”和“昙花一现”两类特殊的引文现象正如同一时期的边缘和主流，刻画了经济思

想的多层结构。此外，由于本文选取的这两类文献均来自高频被引文献，因而它们之间的分化更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主流研究范式或评价标准的更迭过程。对这一问

题的回溯将产生如下研究价值：一是明确经济思想的多元面向。“在经济学中没有一种最好的

理解方式”，①创造多样化的制度和方法，才是有效推动经济学新理论、新方法诞生的关键。二是

重建国内经济理论演进的连续性。当前国内学界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和实证方法为主导的主流

研究范式并不是彻底的舶来品，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此前的经济学研究已展露出一定的范式转

型倾向，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与主流并行不悖、适时转化为主流的边缘思想，即“执拗的低

音”。②三是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反思性或创新性。“访古”的目的不在于“复古”，而在于推进当下

的反思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发展经历了从模仿、跟随到自主创新的演进，但距离

形成本土化风格的学术体系、评判体系和原创性理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此契机下，恰有反思

历史资源、谋求现实创新的必要性。

三、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演进的典型特征

（一）学科重心与经济改革焦点高度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重心各有不同，并由此引致了研

究方法的更替。以“中国知网”数据库“经济与管理科学”分类下 17 个子专辑收录的文献篇数为

例，③如表 1 所示，“农业经济”类的篇数排序从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的第一位降至最近的第五

位；与之类似的还有“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类，从 1978−1987 年的第六位持续走低，至最近十

年已排在全部子专辑中的倒数第二位。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类和

“投资”类的迅速成长，前者的篇数占比从最初的 6.5% 提升至 13.6%，文献篇数的绝对量达到最

初的 130 余倍；后者占比则从 0.3% 上升至 7.2%。
  

表 1    不同时期收录文献篇数前 6 位的经济学类子专辑

位次 1978−1987年 1988−1997年 1998−2007年 2008−2017年

1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

2 工业经济 企业经济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3 经济体制改革 农业经济 企业经济 企业经济

4 金融 金融 农业经济 金融

5 企业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 金融 农业经济

6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贸易经济 贸易经济 投资
 
 

这种迥异的变化与经济实践的发展轨迹密切关联。“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企业经济”

三个子专辑文献体量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改革重点的迁移，以及我国总体

经济结构的显著转型；而“金融”“投资”“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等类别的热度攀升也印证了新

业态、新领域的崛起。

“昙花一现”文献的选题往往与当时经济发展实践的重心或焦点深度契合。例如，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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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 Hahn F H. Equilibrium and Macro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p. 7-8.

② 引自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③ 此处选择的 17 个子专辑与上文中高频被引文献的选取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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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学界对所有制和

产权的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忱，如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

合约》（周其仁，1996）和张维迎的《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

的一些观点》（张维迎，1996）。值得注意的是，杨瑞龙和周业安的《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

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兼评张维迎、周其仁及崔之元的一些观点》（杨瑞龙和周业安，

1997）和上述两篇文献是同一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系列商榷文献，其被引量合计占两年间高频被引

文献总被引量的 41.9%，可以称之为当时学术界的一场“理论风暴”。这些文献实际上也建构了

学界对该时期经济学学术史的典型记忆。

而“睡美人”文献的选题则与其所处阶段的现实热点发生了错位。例如，在改革开放的最初

十年，有些学者已经敏锐而超前地关注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马世骏和王如松

（1984）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陆大道（1987）的《我国区域开发的宏观战略》在当

时的历史阶段是相当超前的，但直至我国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日趋紧迫、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

后，这些论述才重新获得应有的影响力，并成为我国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分支领域的奠基性成果。

从上述现象不难发现，“睡美人”文献并不是学术价值不高的成果，随着实践发展和理论创

新，又会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被提取和借鉴。换言之，“睡美人”文献凭借其对现实经济发展的

长远预测，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富有潜力和发展空间的分支领域，预判了学科的未来研究重心。

（二）时空跨度的选取趋于明晰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0 篇高频被引文献在空间、时间跨度的选取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空间

跨度上，主要表现为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比例显著升高，而不涉及空间跨度选取的经

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类文献比例显著下降。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学科重心

的转移，有关宏观经济管理、新业态发展等领域的全国性研究日益形成热潮；第二，研究方法的

转变，特别是数理和计量方法的大规模应用；第三，可用数据和资料的日益完善，为开展全国性

研究奠定了基础。

而在时间跨度的选择上，不同时期的高频被引文献也表现出迥异的特征：其一，时间选取成

为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步骤，不涉及时间跨度的纯理论研究逐渐淡出高频被引文献行列。这一规

律 与 空 间 跨 度 的 明 晰 化 是 高 度 一 致 的 。 其 二 ， 高 频 被 引 文 献 的 时 间 跨 度 范 围 逐 渐 缩 小 ， 以

1−5 年、5−10 年为界的中短时段研究逐渐受到青睐。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统计数据的完备性大

大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迅速演变，如将时间跨度稍作拉长，就可能

无法得出唯一的因果推断，且面临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变化的质疑。

随着时间推移，国内经济学研究已明确将时空跨度作为立论的前提和基准，这一演变特征

从不同时期的“睡美人”和“昙花一现”文献的分化中即可窥见一斑。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昙

花一现”文献集中于对经济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纯理论探讨。为凸显理论的一般

性，特别是对中国环境、阶段的适用性，这类研究往往不需要且有意淡化时空跨度的选取；而同

时期的“睡美人”文献则大多具有明确的时空标识。至 21 世纪前后，两类特殊文献均具备了明

显的时空标识，而在“昙花一现”文献着重于全国性、长时段研究之时，“睡美人”文献又更多地

转向了中短时段的地域性研究。例如，顾朝林等（1993）的《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通过对

北京、上海、广州等代表性城市的短期调查，总结了大城市边缘区的共性；再如廖重斌（1999）的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构造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计算模型，并用

1994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了验证。

在经济学研究中纳入清晰的时空经纬，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发展趋于成熟化和高度分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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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认识到假设条件和具体环境是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这一变化也极大推动了经济学理论与

现实的紧密结合，有助于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和预测经济改革实践。

（三）研究方法强调定量化、数学化

将数理方法和计量分析工具引入经济学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的共同趋向。

Angrist 等（2017）指出，从 1980 年到 2015 年，顶级期刊登载的实证研究论文比例从 35% 上升至

55%，理论性文章则从 60% 下降至 40%。Dequech（2017）也认为：“‘要求使用数学’的法令已经根

植于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结构之中，调节着学界的资源配置和等级结构，进而深刻影响学术研究

活动。”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普及以及经济学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交叉，经济学的实证研

究更是实现了向高维建模、非结构化数据和总体分析方法的转型升级。

从本文选取的高频被引文献来看，我国经济学界研究方法的定量化、数学化趋势与国际学

界基本同步，或稍晚于后者。1998−2007 年是国内经济学界研究方法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此之

前，国内经济学文献平均每篇包含的表格数、统计图数、数学公式数都相当稀少，①运用数理方法

刻画和解决现实问题也并非主流。但在此之后，定量工具迅速活跃于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国计量

经济学的应用水平与国际前沿的差距迅速缩小。研究方法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经济学各分支领

域的发展进程。以财政学、金融学等为代表的高度定量化、应用性的分支领域发展更快，而以定

性分析为主的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等领域则趋于边缘化，这与上文关于经济学研究重心转换

的描述及 Stigler 等（1995）对国际学界的观察结论均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国内经济学研究以定量分析取代定性描述，是受到国际学界的影响并与其深度

接轨的产物。然而，不可据此忽视中国学者在转型过程中的自觉意识，更不能将之理解为一种亦

步亦趋、被动植入的过程。事实上，我国历史上长期应用定量方法进行经济统计、分析、预测，早

在管子的“通于轨数”以及输籍定样、编户齐民等人口统计措施中即显现出雏形；改革开放以来，

对宏观经济的长期规划和管理更成为实践深入演进的必然诉求（乌家培，2016）。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经济学文献中已经出现了比较前沿的量化分

析方法，这在本文选取的两类特殊文献中即可得到印证。如图 2 所示，以 1990 年为界，在此之前

十余年发表的“睡美人”文献在定量工具的使用上显著多于“昙花一现”文献，许多“睡美人”文

献运用了当时相当前沿的数理分析方法，如焦秀琦（1987）的《世界城市化发展的 S 型曲线》对

S 型曲线数学模型的推导、许学强等（1989）的《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使用的主

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等。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率先使用定量、数学工具辅助研究的“睡美

人”文献大多与地理学、生态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产生了交叉，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国内经济学

研究方法的转型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因，且与同期理工学科、其他社会学科的范式转向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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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 年及以前发表的两类特殊文献的定量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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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统计图”主要指包含了调查数据、统计数据、计算结果等量化分析结果的插图，“其他图”则指未使用量化分析的原始地图、照

片、流程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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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经济学研究的定量化、数学化趋势日益占据主流，国内外学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

反思，甚至掀起了实证研究的“可信性革命”（Angrist 和 Pischke，2010）。Romer（2015）在《美国经

济评论》发表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当前国际上经济学

界存在的“数学滥用”现象。Camerer 等（2018）则试图对 21 个已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社会科学实

验进行复制，发现其中 1/3 的实验结果无法复制。许多中国学者也对这种“精致的平庸主义”展

开了批判，呼吁警惕经济学研究成为学界内部的游戏，一味沉湎于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的精致

化，却忽视了经济现实中的真问题、真需求、真因果（陆蓉和邓鸣茂，2017；李志军和尚增健，2020）。

从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数学化、定量化已成为主流研究范式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但从“昙花一现”和“睡美人”文献的相互转化可见，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同样具有历史

性、阶段性。一味迷信于更精巧的数学模型、更冗长的计算程序，将埋没更多具有合理性、甚至可

能在未来得到重视的研究范式，而后者将造成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严重损失。

四、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演进的内在动因

库恩在建构范式理论时提出了著名的“科学共同体”概念。①科学共同体既是接受、分享和

传播共同范式的科学家集团，也是推动新旧范式转变、形成科学革命的关键力量。韦伯在论述社

会科学的方法论时同样提出了类似的“学术共同体”概念，并赋予其维护客观中立的知识立场、

创造公共性知识的学术伦理价值。②具体而言，学术共同体至少应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具有

共同范式和研究基础的学者群体；二是成熟的理论阵地和平台，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期

刊。两者共同主导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和转型历程，并深刻影响着学科重心、评价体系乃至

整个学术生态环境。

（一）研究主体：年轻化、规模化、背景交叉化

本文关注的 400 篇高频被引文献出自 599 位学者之手，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经济学

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其自身的成长和成熟进程也推动了国内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演进历程。从年

龄来看，高频被引文献作者的平均年龄从 1978−1987 年的 50.7 岁下降到了 1998−2007 年的

37.1 岁；③2008−2017 年作者平均年龄略有上升，但变化不大。由于高频被引文献对学者职业生

涯和学术声誉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一位经济学学者从“输入者”到“输出

者”、从“聆听者”到“创造者”的转换周期已经大大缩短，而且反映了学者的学术巅峰通常在中

青年时就已到来，这可能也预示着学界内部更新换代的速度在逐年加快。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

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成为该领域学者所需接受的教育年限已经显著提高，上述下降幅度就显

得更为可观。这种下降趋势与李永刚和孙黎黎（2016）的结论基本吻合。在后者的研究中，超过

60%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版代表作时的年龄在 40 岁以下。

作者群体年龄的下降对范式转型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年轻学者往往更易接

受新的研究范式，对范式创新和变革的贡献也较突出（Seltzer 和 Hamermesh，2018）。其二，年轻学

者的学术成果受到重视，正是学科评价体系进步的重要表现，同时能够推动研究范式的良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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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库恩认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以一个单一的范式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范式作为研究依据。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

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6 页。

② 在韦伯的构想中，学术共同体应以学术为共同志业，不应代表任何阶级的立场，也不应袒护任何人，即使是共同体的成员也应受到最

严厉、客观、科学的批判。参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9−10 页。

③ 每个时期作者平均年龄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获取每位作者的出生年份，数据来源以其所在单位官方网站上传的个人资料为主，其他可

查的资料为辅；进而计算每位作者在发表论文时的年龄；最后对每个时期的所有作者年龄进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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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学者的职业年限和学术声誉显著影响其后续产出的认可度和知名度（Cole，1970；Oromaner，1983），

也为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提供了背书。在这一普遍认知下，学界倘能对提出新观点、新理论的年

轻学者给予关注，将更凸显出学术环境的包容性。从本文选取的两类特殊文献来看，在改革开放

后的第一个十年，作者年龄的确成为影响经济学文献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睡美人”文献的作者

平均年龄仅有 47 岁；而“昙花一现”文献的作者平均年龄为 60 岁（同时期全样本平均年龄为

50.7 岁）。但随着时间推移，作者年龄对文献被引量的影响不再明显，两种文献的作者平均年龄

差越来越接近，且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三个统计时段中，“昙花一

现”文献的作者平均年龄均低于总体样本，也即年轻学者的优质产出获得认可的周期大大缩短，

这进一步说明了国内经济学界评价标准的优化和科学性。

在合作人数方面，高频被引文献的篇均

作者人数随时间显著增加。如图 3 所示，在改

革开放初期的 10 年，独作论文占全部文献的

近 80%，两人合作论文占 16%，极少有三人及

以上的合作论文。此后，独作论文的比例迅

速下降，而多人合作的比例显著提升。到了

2008−2017 年 ， 独 作 论 文 仅 占 全 部 文 献 的

14%，其余均为多人合作完成，并以两人、三人

合作为主。这种多人合作模式在“睡美人”文献中率先出现，早在 1988−1997 年间，“睡美人”文

献的独作比例就下降至 37%，部分文献的合作者甚至分属多个单位或学科。

不过，合作人数的增多未必引起研究范式的质变，更重要的是考察学者采取合作的动力和

模式。仅就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动因来说，至少有以下三种机制促成了学者间的密切合作。

其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和数学化。Hudson（1996）和 Henriksen（2016）的研究都表明，

经济学研究日趋技术性，特别是大数据集、实验和其他统计方法的使用，促使其学术产出活动日

益规模化。例如，前文提到的“睡美人”文献《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使用了较多

的定量分析工具，在数据搜集和整理方面的工作量也较多，这可能是促使两所科研机构的三名

作者达成合作的原因之一。

其二，经济学研究岗位的供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供给角度看，经济学高等人才的规模不

断扩张。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仅 1997−2020 年这 20 多年间，我国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当年毕

业人数增幅达 430%，而海外归国学者的显著增多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形势。而从需求角度看，近

年来国内外高校对青年学者的考核压力日益加大，也直接改变了研究者的合作激励，促使其从

“非正式合作”转为“正式合作”，以确保自身投入顺利转化为产出（Henriksen，2016）。上述供需

形势的变化也可反过来部分解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和数学化趋势。在学术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的背景下，数学与计量模型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林毅夫，2004）。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转型与学者合作规模的扩大是互为因果的。

其三，经济学研究范式新旧更迭的需要。学者间常见的合作模式之一是师生间的合作，即所

谓的“旧欧洲模式”（Hamermesh，2013）。在 1978−1987 年和 1988−1997 年两个时段，“睡美人”文

献的单篇作者年龄差平均为 16.3 岁和 25.0 岁，远高于同期的全样本和“昙花一现”文献。由于资

料所限，本文难以确定这些“睡美人”文献是否出自师生合作；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合作团队具

有显著的年龄分层结构，这一方面规避了同年龄段学者在学术市场上的内部竞争，另一方面也

同时促成了知识的代际积累。根据 Seltzer 和 Hamermesh（2018）的考察，资深学者与年轻学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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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频被引文献作者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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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具有比较优势，这有助于提高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效率和实现新旧范式在代际间的更迭与转化。

最后考察作者的学术背景。①如表 2 所示，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交叉学术背景的作者相对较

少，但这些作者往往具有两个甚至更多的交叉背景。这一现象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全才多而

专才少的特征；1998 年之后，理学、工学背景的作者明显增多，占据全部交叉背景作者的半数以

上，这也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定量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历史学、文学、哲学等

人文科学领域的复合人才并没有在经济学界呈现出显著优势。
  

表 2    高频被引文献作者的交叉学术背景情况

时期 总篇数 理学 法学 历史学 文学 医学 哲学 社会学 工学 农学

1978−1987年 12 5 3 0 2 2 2 1 1 1

1988-1997年 16 6 3 1 2 0 2 2 2 2

1998−2007年 27 11 4 0 1 0 2 3 12 2

2008−2017年 28 11 4 1 1 0 2 3 14 2
　　注：（1）第一列的“总篇数”表示该时期作者具有交叉学术背景的文献篇数；其后各列表示除经济学以外其他专业背景的作者人

次，如果同一作者有多个专业背景，则分别计入对应的专业类别，因此其后各列的加总并不等于第一列的“总篇数”。（2）按照我国学

科门类标准，“社会学”应属“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但考虑到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密切关系，将其单独列示；其余各列均遵从学科门

类标准的范围。
 
 

跨学科的学术成果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同样是经济学研究范式加快演进的重要动因。在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理工类背景的学者尝试将自身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量化方法用于经济

学研究，这实质上是范式相对成熟和率先发展的学科对其他领域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此类研究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也就成为本文定义的“睡美人”文献。随着经济学研

究自身的成熟，未来应继续探索与更多学科展开交叉性研究，进一步推动研究范式的更新与迭代。

（二）研究阵地：极化与分化

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复杂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研究阵地的集中化为其提供了规模

生产的有利条件，然而过度的集中也可能有损研究成果乃至范式的创新。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

看，自近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始终在欧美国家，这些地区的经济系不仅主导着主流的研究

议题和方向，更主导了各类评价指标和体系的规则制定，掌握了研究范式的主动权。从学术期刊

来看，在全球排名前 30 位的经济学期刊中，超过 70% 的编辑在美国，大约 65% 的作者来自美国

机构（Hodgson 和 Rothman，1999）。在大型出版集团的引领下，顶级期刊集群一方面共享相似的

研究范式、方法和领域，进而共享相似的作者群；另一方面通过自引和内部他引，强化了集群内

部的沟通网络（Bush 等，1974；Eagly，1975；Pieters 和 Baumgartner，2002）。简而言之，研究阵地的极

化已经深刻影响了研究范式的有序更迭，也成为中国学者难以在国际学界立足的原因之一。

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国内经济学研究阵地是否也呈现出类似的极化现象？首先，考察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度变化。从高频被引文献作者所在单位来看，②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综合性

高校和科研机构均居于优势地位，但其集中度在不断下降。如表 3 所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

间，高频被引文献作者人次排名前五位的单位包揽了 127 位作者中的 77 人，占比超过 60%；到了

2008−2017 年，264 位作者中仅有 82 人来自前五位的单位。这也反映出我国大部分重点院校已

经在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布局趋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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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的学术背景包括其从大学本科至博士后的全部专业经历，以其所在单位官方网站上传的个人资料为主，其他可查的资料为辅。

② 本文仅考虑高校或科研机构一级的单位，对院系专业等下属单位予以合并。对于同一作者所在多个单位的情况，以第一排序的单位为

准；对于同一篇论文多位作者的情况，将所有作者的单位都计入统计中，这符合目前国内学科评估和排名的一般原则，也能更准确地衡量各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际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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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时期高频被引文献作者人次前五位的单位

位次 1978−1987年 1988−1997年 1998−2007年 2008−2017年

1 中国科学院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 25 上海财经大学 25 中国人民大学 2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21 中国科学院 20 北京大学 23 清华大学 18

3 北京大学 15 北京大学 14 复旦大学 23 厦门大学 17

4 中国人民大学 6 南京大学 11 清华大学 16 武汉大学 15

5 中山大学 5 中国人民大学 7 中山大学 12 复旦大学 11

占比 60.6% 51.3% 47.6% 31.1%
 
 

其次，考察学术期刊的集中度变化。学

术期刊的总体格局呈现出先极化后分化的发

展历程。如图 4 所示，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

十年，高频被引文献刊载于 43 种期刊上，其

中被引量最高的“首位期刊”占该时段总被

引量的 27.9%。此后，经济学期刊领域的极化

趋势进一步加强，到 1998−2007 年，“首位期

刊”占该时段总被引量的 63.1%，被引量前十

位的期刊占比为 91.6%。不过，2008−2017 年

期刊领域的集中度出现了显著下降，期刊种类及“首位期刊”的占比均与改革开放之初基本持

平。但由于该时段的被引窗口期相对较短，目前仍无法确定期刊集中度的分化拐点是否真正到来。

研究阵地的极化与分化历程，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在规模效益与极化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进

而探索最优规模的过程。对于研究范式的确立而言，国内经济学期刊在前三个统计时段趋向集

中，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在国内学界的巩固和示范。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国

内外经济学界对当前主流研究范式均产生了一定的反思和追问，这预示着研究范式完善甚至更

迭的时点即将到来。在此背景下，研究阵地极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更加突出。例如，在改革开

放之初，部分高频被引文献的作者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各级政策研

究室等实务工作部门；而随着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术评价体系的调整，实务部门逐渐淡

出高频被引文献的发表行列。这种分工细化的背后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主流研究范式转变

的深刻体现，一些研究成果尽管具有第一手的数据或实践素材，却因研究方法不够精致化而被

拒之门外。再如，本文选取的两类特殊文献在发表期刊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昙花一现”文

献大多发表在学界公认的顶级期刊中，而这些文献的极高被引量反过来又会强化所在期刊的优

势地位，出现学术市场的“马太效应”。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睡美人”文献则部分发表于

知名度较低的期刊，部分因其跨学科的研究属性而发表于其他学科的期刊，且没有明显集中于

某一种或几种期刊中。因此，我国经济学界应时刻警惕学术阵地的过度极化现象，在适度的集中

规模下探索更具活力的研究范式和发展路径。

五、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受

到了经济发展实践的推动，更遵循了学科自身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和规律。高频被引文献中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50

1978−1987 1988−1997 1998−2007 2008−2017

高频被引文献刊载期刊 (种) 

首位期刊占该时段总被引量

年份

占
比

种
类
数

图 4    高频被引文献刊载期刊的集中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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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睡美人”和“昙花一现”这两类特殊文献生动展现出国内经济学理论的多层化结构，并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学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型和更迭历程。

从研究范式演进的典型特征来看，国内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与现实经济改革的焦点高度契

合，这是贯穿不同历史时期高频被引文献的共同规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高频被引文献也表现

出了一些新特征，主要包括对时空跨度选取的明晰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定量化、数学化，这说明国

内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显著转变，与国际学界日益接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

新特征均在“睡美人”文献中率先出现，这表明该演进历程不是对国际学界的盲目照搬和追随，

而有其强烈的内在动因和自觉性；不是对旧的研究范式弃如敝屣、另起炉灶，而具有鲜明的传承

性和连续性。从研究范式演进的内在动因来看，由研究主体和阵地两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这

一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研究主体方面，高频被引文献的作者趋向于年轻化、规模化

和背景交叉化，不仅推动了研究范式的新旧更迭，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应用，还潜移默

化地优化了学科评价体系和标准，为未来经济学原创性理论和成果的出现铺就了道路。在研究

阵地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极化现象均有所减弱，这表明学界在权衡规模效益与极

化成本、探索最优规模上的努力初见成效，为“睡美人”文献价值获得应有认可创造了条件；但未

来仍需警惕研究阵地的过度极化现象，进一步促进研究范式的良性演进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历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如下经验和启示。第一，

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不是一维的、单向的，而具有特殊的多层次结构。正因为如此，“一个时期的非

正统能够在另一个时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①经济学学术史研究不仅意在梳理发展脉络、总结

既有成果，更意在发掘潜在的、曾被边缘化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为构建新理论、新思想乃至新领

域提供早期学术成果的支持，为解决现实存在的新问题、新挑战提供历史借鉴。当然，对“睡美

人”文献的重访工作终究是一种补救性、后验性的识别，倘若能借助文献计量学者对零被引、低

被引文献的预测性识别模型（Burrell，2005），那么将显著缩短优质产出获得认可的周期，规避学

术市场的失灵现象。第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具有显著的历史性、时代性。它既是对当时研究方

法和技术的适应，也受到主要经济体实力对比的现实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通过

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在研究视野国际化、方法前沿化、写作规范化等方面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随着该范式的固有缺陷受到普遍质疑，特别是其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越发乏力，经

济学显然即将步入范式优化乃至更迭的历史分界点。未来应破除国内学界对单一研究范式的盲

目追捧，鼓励多元化、多层次的研究范式共存和互鉴，营造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生态；特

别是要在研究内容上扎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传统经济思想的“富矿”，在研究方法上充分利

用国内各学科发展完备、协同共生的集群优势，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中国风格、世界水平的学科

增长点，引领国内外经济学范式的质变与革新。第三，学术共同体始终是激活思想创新、推动范

式转型的主体力量。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依托新式学堂、学会、报刊等平台建立学术共同体，历

史性地促成了经济学科在中国的引进和创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高校、科研

机构和学术期刊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更是在规范经济学研究范式、接轨国际经济学界等方面发

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学人应着力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凝练原创性概

念范畴、优化评价标准、打造人才高地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构建乃

至以独立的、整体性的面貌走向世界做出当代经济学人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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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Chinese Economics Research
Paradigm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ase of

“Sleeping Beauty” and “Flash in the Pan” in the
Highly-cited Literature

Zhang Yaguang,  Bi Yue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
ation of paradigm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series of important achievements have emerged in
Chinese economics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and necessity for creating new theories, guiding new
practices and leading new paradigm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conom-
ic research paradig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disciplin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investiga-
tion into its intrinsic motivations.

This paper takes 400 highly-cited papers from the CNKI database from 1978 to 2017 as the sample, and
focuses on the two special citation phenomena of “Sleeping Beauty” and “Flash in the Pan”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Chinese economics research paradigms. The results show that:Chinese economics re-
search has a distinct multi-layered structure, with “Sleeping Beauty” and “Flash in the Pan” corresponding to
the marginal and mainstream research in it, vividly demonstrating the profound and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erms of transformation features, the research focus has always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focus of real economic reform, but the selection of time and space span tends to be
clear, and research methods tend to be quantitative and mathematical. These new features appeared in the
“Sleeping Beauty” original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s not a copy or follower of the interna-
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but a highly conscious and continuous process. In terms of transformation motiva-
tion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omposed of researcher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journals, has played a vi-
tal role in this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s tend to be younger, more collaborative and cross-section-
al in backgrou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ariz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journals has diminished.
The above trend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original theories and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academic value: First,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it expands the scope from
a certain branch of economics to the whole, which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elp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academic history, re-
visit the valuable academic resources which were marginalized in the pas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eories, ideas and even fields. Third,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clusions, it reveals that the economics re-
search paradigm is historical, which is mainly an adaptation to the social needs and existing technologie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ademic history of economics； research paradigm； highly-cited

literature；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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